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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加强构建城
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与和谐劳动关系， 是大势所
趋。 而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正处在结构转变的关键时期， 能否在这样一个时期
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以强有力的支持， 不仅决
定了执政党建立社会公正的执政理念能否得以落

实， 更关乎全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 所以把
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保护农民工的自由和平等
的就业权是时代的要求，是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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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建立人口均衡型社会， 就必须处理好人口内部结构的均衡问题， 以及人口与自然环境之
间、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问题。但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缓慢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与人口密
不可分，故短期内只有通过人口结构的调整，使之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均衡。 就当前
中国人口，结构均衡最重要的问题是：少儿人口性别比的均衡；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人口内部不同
人力资本结构的均衡；人口地区分布的结构均衡；人口的城乡结构均衡；人口的阶级阶层结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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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调整与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
■ 张 翼

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
着均衡与非均衡关系。 人口的流动、出生、死亡等，
不仅对一定地域范围自然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

响，而且对人口自身及社会经济建设等，形成某种程
度的压力。 人口变迁总会或多或少改变既有人口布
局，在人口结构、人口流迁与自然环境之间造成非均
衡状态。 因此，从相对均衡到非均衡再到相对均衡，
是人口变化的必然趋势。 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与物
质资料供给之间关系的经典讨论， 就集中在数量增
长对物质资料供给非均衡的影响上。 而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社会存在形式的剖析， 则是基于人口社会属
性变化对原有均衡状态破坏所做的经典描述———即
在社会人口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

中， 探究社会内部人口阶级结构的既有均衡遭受倾
覆的原因，并进而洞悉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人口与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非均

衡状态，有时会经过一系列消极的、或者积极的相互
影响，或经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调整，重新使一定
地域范围内人口处于均衡状态， 并使人类社会回归
到发展常态。 当然， 如果人类社会不能通过自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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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调整并藉此协调其与自然环境之关系， 则自然
环境会通过较为漫长的演变， 强制性地重构其与人
类之间的关系， 并使之重新与人口的存在形式相适
应。 如干旱、洪灾、风沙、疾病、资源短缺、抑或泥石
流等，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失。 因此，人类自
觉地、积极地、富有预见性地对自身内部结构或自身
与自然环境关系进行调适， 不仅会避免可能出现的
风险或灾难，而且还会赢得发展机遇；不仅使人口与
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相对均衡， 而且也同时
协调人口自身的各种结构， 使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
相对稳定状态。
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论的提

出， 是在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重大压力下对既有
发展经验的总结。 而人口均衡型社会理论的建构，
则是在继承此“二型”社会的基础上，将人类对社会
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三型”社会
的建构中进一步完善。
因此，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所涉及的问题，可以

被概述为这样几类：其一，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均衡问
题；其二，人口内部的均衡问题；其三，人口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均衡问题。 现分述如下：

一、人口数量与自然环境的均衡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早期， 人类对资源的利
用能力很低。 相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环境的
反作用力更强。 不管是在采摘社会和游牧社会，还
是在整个农业社会，食物不足、疾病袭扰、气候变化、
战争屠戮等， 都过早地结束了人的生命。 只是在农
业社会晚期或在工业社会， 食物革命与医疗卫生技
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改善，公共资源
分配的相对公平等， 才使得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
度的延长。 比如说， 中国在建国之初的人均预期寿
命就仅为 35周岁，但直到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
的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迅速将预期寿命提高到 60岁
左右，并在现在延长到 73岁左右[1]。
所以，为保持种的繁衍，人类不断开发可利用资

源改变生活与居住环境。 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均
衡关系，在有些时候，为人口增速超过物质生产所打
破；在有些时候，则为人口不足限制其改造自然的能
力所影响。 因此， 一个社会人口数量迅速缩减之后

的人口恢复与增长， 往往与这个社会的繁荣联系在
一起。 古代君王发动战争的目的，除攻城略地之外，
就是掳民。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到近现代之前， 主要
是人口的不足限制了人类社会顺利发展。 在这种情
况下，为免遭恶劣环境的肆虐，人类经常选择在江河
湖海之滨、水草肥美之原生息。 也就是说，凡人口集
聚之地，必是水资源、草资源或土地资源富饶之地。
当然，对于某些贫困家庭来说，人口的阶级属性使得
他们即使处在人口不足的大环境中， 也会饱受家庭
人口增长之苦， 不得不采取杀婴的方式减少抚养压
力（李中清、王丰，2000:8）。
工业社会改变了农业社会的那种自然再生产与

人类再生产的安排形式。 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
带来了医学科学的大发展。 这极大地控制了传染性
疾病的大规模发生。 传统社会大战之后的大疫，几
乎很少在现代战争中发生。 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
高，丰足了食物供给，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营养状况。
人均寿命的延长，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使地球上所有
种族的人口数量都迅速增长。 人类改造自然环境能
力的提高、利用资源范围的拓展、活动范围的扩张，
也改变了原有自然环境结构与资源利用模式， 使整
个 20世纪地球上的人口迅猛增长。 在 1830年世界
人口仅 10亿多； 但在 1930年却突破了 20亿；1960
年突破到了 30 亿；1975 年突破到了 40 亿；1987 年
突破到了 50 亿；1999 年突破到了 60 亿。 在人口惯
性的作用之下，到 21 世纪中期，全球人口会突破 93
亿。
故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地球人

口“爆炸”的历史，也是人类为繁荣自己的生活而迅
速消费资源的历史。 在整个农业社会及其之前的历
史， 人类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于树木柴草等可再生
资源， 但在工业社会却大量开采煤炭石油等不可再
生资源，这些能源的大量使用，打破了人类与资源环
境原有的均衡基础，影响了气候变迁、提高了地球温
度、 增加了碳排放、 灭绝了很多生物和动物（Lester
R.Brown and John Young,1990； 彭希哲 、 朱勤 ，
2010）。 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开始自觉意识到了数量
膨胀对环境的压力， 开始自觉控制人口增长。 这才
使 20 世纪后期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趋于减缓。 发
达国家率先开始控制人口增速， 并相对改善了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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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
率仍然较高，故在 2050 年左右，地球上的人口总数
的净增加额，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非
洲国家人口的增长。 也就是说， 自现在开始到本世
纪中叶地球净增加的 30亿人口，会主要集中在发展
中国家。 因为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人
口增长率已经为负。 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最大的困
扰是刺激生育但生育率却长期低迷的问题。
全球存在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发展阶段的非均衡

性，也类似地存在于中国。 比如说，城市人口增长速
度很慢，但农村人口的增速却较快；东部地区人口增
速较慢， 但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速却较快。 截止到
2008 年，北京、天津等城市人口的自增率为 3.42‰
和 2.19‰。 整个东北三省———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
的自增率分别为 1.10‰、1.61‰和 2.23‰，但西藏和
新疆两个自治区的自增率却分别高达 10.30‰和
11.17‰。 但正是新疆与西藏等西部地区，人口数量
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 所以， 人口增长的非
均衡性，不仅影响着全球人类共同体的安全，也在影
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内部的结构性均衡

人的社会性特征， 是基于人的动物群体性特征
发展而来的。 为维护种的繁衍与既定的生活秩序，
人口本身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 逐渐形成某种程度
的均衡结构， 以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 在这些均衡
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均衡与
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结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
的均衡。
从性别结构的均衡上来说， 人的两性之间的均

衡———特别是婚龄年龄段人口的两性均衡， 是婚姻
制度———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得以维持的基础。 在正
常情况下，婚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均衡，取决于人口
出生性别比的均衡， 一般以每新出生 100个女婴相
对应的男婴的数量来度量。 从国际经验来看， 正常
值一般在 105±2 左右———新出生男婴的数量较女
婴稍多一点。 这样， 在少儿人口男性死亡率大于女
性死亡率这个人类生物性特征的影响下， 到婚龄年
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大致均衡。 如果出生性别比
超过了 107，或者大大低于 103，那就会造成未来婚

龄年龄段女性或男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使婚
姻市场上那些缺少竞争力、 找不到配偶的人的人数
大幅增加， 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扰乱既有的婚姻
秩序。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以来， 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
升。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1 年出生婴
儿性别比是 108.47；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11.92；2000年第五次人
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为 116； 国家统计局
第一次在 《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公布了 2006年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为 119.25。
自此开始， 每年的统计公报都公布上年的出生性别
比，比如说，2008 年是 120.56[2]，2009 年是 119.45[3]。
如此之高的人口出生性别比， 会直接影响这个年龄
同期群人口到婚龄期的婚配问题， 造成大量光棍汉
的存在， 影响社会的稳定。 近期偏远农村地区大龄
未婚男青年数量的增长， 一个主要原因就来自于八
十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的失调。
在追求人口性别结构均衡的同时， 还应该着力

维持与一定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

口年龄结构的均衡，使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与老年
人口之间存在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 在一定均衡范
围内维持社会发展与进步之所需。 如果一个国家的
人口年龄结构与其社会发展阶段不相适应， 则人口
供给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
经验来看，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仅会出现总人口
的下降（比如德国与日本），而且会存在劳动力人口
的供给不足问题 （德国与日本———甚至于整个西欧
都存在此类现象）。 所以，静止人口是人口学家设计
的人口理想型 （即总和生育率在 2.1 左右的人口再
生产模型）。 但在现有的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成功将自己的人口转型为静止人口。 所以，在
人口迅猛增长时期， 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比
较大； 在人口缩减时期，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 中国现处于工业化中
期， 计划生育政策在社会宏观层面成功地控制了人
口数量的增长， 在家庭微观层面缩减了夫妻的子女
数，使其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资，提高下
一代的人力资本。 但与此同时，我国还需注意到：中
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加速了。 中国是未富先老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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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社会发展老龄化
与政策性老龄化的双重特点。 在社会保障与企业技
术水平尚未根本提高的情况下的老龄化， 势必会影
响社会与经济的发展。 现在，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期，
但很快就会出现人口负债———大约在 2020年之后，
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迅速提高，而大约在“十
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劳动力人口会在波动中
从净增加变为净减少。 因此，自 2003年开始出现的
“民工荒”，实际表现为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
“结构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就是说，在劳动密集型
企业仍然占据主要比重的前提下， 我国劳动力人
口———尤其是青年壮工的供给却减少了———2010
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人数仅仅在 200万左右。 这会更
加强化未来数年企业普工的短缺趋势。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一

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密切。 也就是说， 只有
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与
产业结构形成均衡关系， 产业发展与产业转型才会
降低失业率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德国（西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 就造
成了劳动力的极度短缺， 但东德向西德的移民在一
定程度上补充了部分劳动力所需。 然而在 1961 年
柏林墙建立之后，由于阻隔了东德移民的进入，西德
不得不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国签署劳动力
进口协议（guest worker）。 中国自 1999 年开始的教
育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企业技术升级速度。 从 2010
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结构上

看：高中阶段劳动力供给 1000 多万人，全日制大学
生毕业生供给却达到了空前的 630 万人。 因此，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供

给主力， 但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却居高不
下。 这就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迅速提高与劳动密集
型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之间形成鲜明反

差。 所以，自 2003 年开始，一方面是农民工的大面
积短缺， 另外一方面却是大学生的就业难。 到最近
几年， 甚至于出现了大学生不得不做农民工工作的
局面。 这就是说，产业结构的更新速度，慢于劳动力
人力资本提高的速度。 另外， 大学生专业供给与市
场之所需也矛盾重重。 这就出现了劳动力人力资本
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 这种非均

衡性甚至于会长期影响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走向。 国务院不得不在 2009 年年底将大学生的就
业问题作为中国的首要问题加以强调。

三、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均衡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人口的社会属性与区
位分布应该具备一定的均衡性。 如果这种均衡得不
到满足，则社会就不能顺利发展。 比如说，考察中国
三大产业结构就会发现：2008 年第一产业、 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1.3%、48.6%
和 40.1%。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所占比重分别为 39.6%、27.2%、33.2%。 如果以三
大产业占 GDP的比重为准，则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工
业化中期阶段； 但如果从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
重分析， 则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 这
就出现了产值与从业人员分布之间的非均衡性。 这
种非均衡性的存在，加之户籍制度的影响，使中国长
期城市化不足， 迫使大量农业户口人口不得不居住
和生活在农村， 也迫使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往来迁徙
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另外，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只在每年的某个固

定时间段从事农业生产， 而将更多时间集中在非农
就业上。 比如说，除家庭经营收入外，在 2008年，中
国农村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占现金收入的比重就已

达到 33%左右———而这些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
在城镇或县城企业的做工收入。 可这些人仍然被固
化为农民。 由此也使 2009 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仅
仅为 46.6%左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严重影响
着农村的发展，而且还难以在短期内提升内需，迫使
中国不得不继续依靠出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所
以， 基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
的均衡，是既能够保障粮食生产自给，又能够节约土
地资源、 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强烈依赖的均衡。 但土
地制度与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限制， 仍然约束着城市
化速度的提高。
另外，劳动力结构的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

为阶级阶层结构的均衡，而阶级阶层结构的均衡，则
主要取决于收入结构的均衡。 如果劳动者的收入增
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则会严重影响消费占比，
并通过对消费的作用影响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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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时下的中国，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
达 40%左右，体力工人阶级占 20%左右，技术工人
阶级占 10%左右，中产阶级占 23%左右。业主阶层与
社会管理人员阶层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 7%左
右， 但他们却占有整个工资收入总额的 30%以上[4]。
现代化国家的阶级阶层人口结构， 是中产阶级人口
占比最大的鹅蛋型结构， 而不是农民阶级与工人阶
级人口占比最大的金字塔结构。 中国这种金字塔型
人口阶级阶层结构特征， 不仅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
稳定， 也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精英再生产。 如何通过
教育与就业制度的建设， 消除阶级阶层结构差异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我们社会的流动特征，更多地体
现为重能力而轻家庭背景， 是均衡人口的阶级阶层
结构的一个有效路径。 而当前制度配置的重点，在
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紧张态势，
使职工能够均衡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过上 “有体
面”的生活。
总之，在进入低生育时期以后，中国人口的转变

特点，使人口数量与人口内部结构、资源、环境、社会
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 有些自然科学家，
更希望以较少的人口维持更加绿色的资源环境。 但
与他们对应的社会科学家， 则更看重人口转变过程
本身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不管是经济学家，还
是社会学家，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认为：在人口转
变既定的情况下，人口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
好，而是结构越和谐越好。 我们要知道，即使在环境
友好与资源节约的前提下，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也会存在均衡问题。 科学技术的进步、 交通设施
的改善、 生产技术的提高等均会改变既有的人口分
布格局， 打破原有的那种结构模式， 通过新一轮的
“自组织化”重新形成人口的中心———外围周边空间
结构。 中国未来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态势，势
必在新发展阶段带来新的均衡问题。
对于人类而言， 规模经济会带来人口的集聚效

应；新资源的开发与原有资源的布局，又使资源环境
与人口紧密结合。 空间经济学与空间社会学研究得
到的基本结论， 是交通运输与集聚规模之间的关系
决定人口的集聚程度。 新经济与新资源的开发，在

造成原有结构失衡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均衡要求。
在集聚效应逐渐变负的时候， 分散与导流就成为形
成新的均衡的必要手段。 而人口流动———不管是居
住和工作区位流动，还是社会职业流动，都会影响人
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配置， 出现人口与环境之
间的失衡、人口内部结构的失衡、或者人口供给与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失衡。 只有使人口与自然环境、
或者人口内部结构等维持起码的均衡， 才可能求得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绿色发展。 在这一发展背景下，
加强人口均衡性社会的研究，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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